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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寨与小岗:农村典型建构及意义的再认识

陆益龙

(中国人民大学 社会与人口学院,北京 100872)

摘摇 要:大寨和小岗分别是集体化时代和改革转折时代的农村典型,对这两种对立典型的建构过程及意义的再认

识,旨在更深入地理解中国的“三农问题冶。 大寨以集体主义、艰苦奋斗的精神和创造的生产奇迹而被政治化地建

构为集体农业的榜样;小岗则因无法实现集体合作而采取“大包干冶的抗争行动而被建构为农村改革典型。 两种

截然不同的行动方式都被建构为先进典型,反映了典型建构存在逻辑悖论,这一悖论给我们的启示是:村庄有着

自己的特质,农村发展需要遵循的基本原则就是尊重村庄和农民的自主选择。 农村典型的意义在于价值弘扬,而
不宜作为模版去推进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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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农业学大寨冶曾经是农村家喻户晓的标语口

号,几乎在每个村落,人们都能看到用石灰刷成或

用油漆书写在墙上的标语,山西省昔阳县大寨村由

此也就成了一个时代农村的典型符号。 安徽省凤

阳县小岗村则因十八户农民按下红手印,将集体土

地私下分到各户,率先实行“分田单干冶,由此成为

中国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的发源地,并一举成

名。 将大寨与小岗放在一起比较,并非因为两个村

庄的名称在修辞上的对称,而是因为这两个村庄代

表着相对称的村庄特质和政策特征。 无论是大寨

还是小岗,作为农村典型都已成为历史,但是对他

们成为农村典型的历史过程的再认识和反思,或许

能再现这些典型的深层意义。

一、大寨精神与集体主义农村

典型的建构

摇 摇 大寨是一个地处太行山西麓山西省昔阳县的

小山村,从生态环境来看,这里属于“七沟八梁一

面坡冶的土石山区,穷山恶水、自然条件恶劣。[1] 在

人类学的文化生态论看来,人类的文化及其精神品

格常常与他们所生存与生活的生态环境有着密切

的关联,这一理论可以从大寨的经验中得到理解。
在中国社会广泛传颂的“大寨精神冶,亦即“自力更

生、奋发图强冶的精神品格,与大寨农民生活于其

中的恶劣自然环境不可分割,正是大寨村的穷山恶

水为大寨农民创造其文化精神提供了自然基础和

舞台。 就一个村庄而言,作为一个自在的社会主

体,每个村庄都会有着其自己的传统或“本性冶 [2],
那么,大寨村的传统或“本性冶则就是在他们所处

的生态环境中创造出来并延续下来。
在中国,穷乡僻壤的村庄有很多。 在那些贫困

山区,有很多农民也顽强地生存下来。 但是,为什

么大寨村成为驰名中外的农村先进典型和学习榜

样呢? 要解答这样的问题,文化生态论显然是有限

的,因为自然与生态环境只是给这个农村典型的产

生提供了一个物质空间和舞台,而农村典型产生过

程则要依靠大寨人在与自然以及村外世界的互动

中,用一系列的实践行动创造并建构起来的。 所

以,大寨成为农村典型,大寨村农民是中心、是主

体。[3]

那么,大寨村农民为何能够创造出典型和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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呢? 他们用什么样的行动实践赋予一个农村典型

什么样的意义呢? 大寨典型与大寨人的典型特性

和典型实践是否具有社会历史意义上的因果链关

系呢? 要理解这些问题,还是回到大寨村人口与变

迁的社会事实之中。 目前,大寨村有 220 户左右的

人家,人口在 510 人左右。 在大寨成为先进典型的

关键之年———1961 年,全村有 80 户 340 人。[4] 经

过了半个多世纪的变迁,大寨村住户和人口的增长

基本处于较为平稳的增长状态。 就人口结构与变

迁而言,大寨村属于一个极为普通的小山村,这里

居住和生活着较为平常的农户。 作为一个平凡的

小村庄,大寨何以成为全国农村的先进典型和学习

榜样呢? 究竟是大寨人创造出的先进典型,还是由

社会建构起一个时代的典型呢?
或许,仅仅从大寨村人口结构与变迁中,我们

难以找到村庄的人口与成为农村典型之间的联系。
因而只有从历史的、社会学与人类学的视角,去认

识和理解这个村庄中人与事件的意义,才可能有助

于我们去解读大寨典型是如何形成的。
一个村落首先是一种自在的生活共同体,成为

农村典型或榜样意味着要被村外的世界所知晓,而
要被外界知晓则必须通过某种媒介,且作为先进典

型,媒介中还需要有相一致价值的象征内容。
关于大寨这样一个小山村被外界知晓并扬名

中外的媒介,可以从村庄的变迁史中去找寻。 为了

回顾大寨村出名的历史过程,笔者对这一历史经历

者并在大寨成为先进典型中发挥代表性作用的宋

立英老人进行了口述史访谈。 在问及“大寨是怎

样出名的冶时,老人很有逻辑性地回忆并叙述了大

寨村的一个特殊人物和经历的一件特殊事件。 这

个特殊人物就是大寨党支部书记陈永贵,而大寨村

经历的特殊事件便是 1963 年的特大洪灾。
陈永贵是世界知晓大寨的一个媒介,正是通过

这位大寨的村庄精英,人们认识了大寨并在不断建

构中国农民先进典型,而且也正是这位村庄精英,
带领着农民通过自己特殊的实践活动,创造出具有

农村先进典型特征的社会经济基础。 对于陈永贵

这一农民精英,其传记作者作出的评价是:“陈永

贵,一个时代的象征。 他是英雄,英雄演出的却是

悲剧。 他创造了一方圣土,但却给朝圣者没有送去

福音;他本是一员悍将,但太多的光环扭曲了他的

面目;他本是一位朴实的农民,但在赞歌面前有时

也难以自己。冶 [5]

1952 年,经贾进才推荐,陈永贵担任大寨党支

部书记。 1953 年,大寨成立生产合作社并制定了

“十年造地计划冶。 陈永贵带领着大寨农民,“战天

斗地冶,把“七沟八梁冶改造成能产粮食的耕地,把
中央的农业合作化路线付诸实践,同时又实现了自

力更生。 就陈永贵及大寨人发展农业合作生产的

历史事实而言,他们依靠特有的意志品质与合作精

神,并用实际行动,解决了生存与生活困境问题,获
得了实质性的发展。 所以,如果我们今天只是凭主

观想象去猜测他们的行动动机,或从当下形势将他

们的行动简单地作出“苦干加盲干冶的评价,那都

有失偏颇。
不容忽视的事实是,陈永贵具有领导村庄农民

真干、实干和苦干的能力,同时大寨农民也愿意并

能够团结合作致力于发展集体经济,这便是大寨精

神形成的社会基础,即大寨的村庄特质。 之所以将

陈永贵带领大寨人发展农业集体经济的行动看作

是一种村庄特质,是因为或许只有大寨人才能凭借

其特有的村庄精英和特别的精神意志,创造出集体

产权与农业合作的特例。
如果仅从产权与制度主义理论来看,集体产权

和农业集体合作难以实现效率,因为在产权不明

晰,以及农业劳动难以计量以致有效激励机制无法

建立起来的情况下,[6] 集体成员的生产积极性也

就无法调动起来,由此必然导致农业集体经济的低

效率。 然而,大寨人则依靠精神意志克服了集体产

权和农业有效合作的制约问题。 所以,大寨经验可

以作为对集体产权与农业合作理论进行社会学再

思考的一个特例。
大寨村所经历的一件特殊事件在其被建构为

全国农村先进典型的过程中也起到重要作用,这件

特殊事件就是在 1963 年大寨村遭遇的特大洪灾。
宋立英老人在回忆那场灾害时,依然流露出大寨人

当时的惋惜与自信之情,因为特大洪灾冲毁了大寨

几乎所有房屋和窑洞,让大寨人返回到真正一贫如

洗的境地。 而恰恰在这种几乎绝望的情境下,陈永

贵却向上级政府和国家作出了不同寻常的承诺:
“三不要、三不少冶,即不要国家救济粮、不要国家

救济款、不要国家救济物资;完成统购粮任务不少,
社员口粮不少,社员劳动日分值不少。

陈永贵带领大寨农民不仅仅作出了不同寻常

的承诺,而且确确实实用实际行动兑现了他们的承

诺。 他们真正发扬了“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冶的精

神,并通过艰苦奋斗,实现了重建家园的目标,同时

还完成国家 12 万公斤的征购粮任务,由此大寨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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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仅凭借其精神而且也通过实力赢得了外界广泛

关注和赞誉。
1963 年大寨大队经历的灾害事件在大寨成为

全国农村先进典型中起到了关键性作用。 同年,山
西省委发出全省人民向大寨学习的号召。 1964 年

1 月,陈永贵在人民大会堂作关于大寨经验的报

告。 毛泽东主席在视察南方过程中的多次讲话提

到农业要靠大寨精神,周恩来总理派农业部部长到

大寨考察核实,并总结了 6 条大寨精神。 1964 年

12 月的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周
恩来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专门指出:“大寨大

队所坚持的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自力更生、
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

都是值得大大提倡的。冶 [7]

大寨的事迹经过中央媒体《人民日报》和中央

人民广播电台发布“大寨之路冶 “学大寨、赶大寨冶
等相关通讯和社论的传播,大寨作为社会主义先进

集体和依靠精神建设贫困山区的好榜样从此被建

构起来,参观访问大寨的国内外宾客包括高级政要

络绎不绝,全国随之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农业学大

寨冶运动。
从结构—过程分析角度看,大寨这一农村典型

之所以被树立起来,既包含了结构因素,也有被社

会建构的过程。 大寨典型的原型结构是:特别的村

庄精英、特别的农民群体、特色的村庄、特殊的事

件。 而大寨典型的社会建构过程则是:特殊的时代

需要寅地方政府的塑造与推动寅原型的参与和响

应寅中央政府的认可寅中央媒体的建构与传播寅
精英和大众的支持。

在大寨典型的原型结构中,陈永贵无疑就是那

位特别的村庄精英,他以超凡的精神、毅力、能力和

智慧,领导村庄农民团结起来、自力更生、艰苦奋

斗。 他的品质和事迹是真实的,也是特别的,具备

成为典型的特征。 构成典型主体的因素是大寨村

的农民群体,之所以说他们是特别的,是因为他们

确实具有朴实、忠诚、团结和艰苦奋斗的特质。 他

们的这些特质或许是其他地方的农民难以通过学

习就能达到的,可能正因如此,很多地方的“学大

寨冶也就只能流于形式。 也正是在这样的群体中,
才会涌现出陈永贵这样的精英,陈永贵也才能得到

群众的支持,完成一件件超凡的事业。 大寨农民群

体所具有的特质是与大寨村整体性的特质分不开,
这个村庄的特质既有历史的,也有自然生态的,以
及政治与社会的特质。[8] 大寨 1963 年遭遇的自然

灾害是偶然的、特殊的,但在其成为全国典型乃至

闻名于世则具有关键性作用,因为特殊的、偶然的

事件是权力、媒体和大众建构的最好素材。 人们通

常从当下的立场去看待历史过程,这样其实不利于

理解大寨典型与其特殊的时代之间的关联。
在“大跃进冶和三年自然灾害之后,全国上下

对农业集体化道路与政策或多或少产生疑虑和困

惑,由于粮食危机,广大农民希望能找到解决温饱

问题的方法和出路。 大寨经验既迎合了中央政府

用来增强推进农业集体化政策的信心,同时也符合

广大农民群众的心理需求。
尽管大寨有着特殊的、典型的社会实践,但成

为榜样则离不开社会建构过程,这一过程主要有这

样几个关键环节:第一,地方政府的发现和塑造环

节。 大寨在成为全国典型之前,地方政府昔阳县和

山西省早已发现并重点塑造和向外推介大寨的典

型品质。 第二,大寨的响应和参与。 在得到政府重

视和赞誉之后,大寨人更加积极地响应政府的方针

政策,并通过实践行动参与先进典型的塑造和传播

活动之中。 第三,中央政府对典型事迹的认可是社

会建构的关键。 主席和总理的讲话和概括,成为大

寨典型形成的标志。 第四,中央媒体建构和扩大了

典型的政治意义和影响范围。 第五,大众纷纷观摩

大寨意味着大寨典型被大众接受,标志着一个先进

典型已经建构成功。

二、小岗村分田单干与农村改革

典型的建构

摇 摇 小岗村是安徽省凤阳县的一个小自然村,在实

行农业合作化的 1955 年前有 34 户人家 175 人,三
年自然灾害后 1962 年仅有 10 户 39 人,到 1978 年

“大包干冶时也只有 20 户人家,人口 115 人。[9]

小岗村位于淮河中游,地处岗丘地带,土地主

要由岗丘高地和积低田构成,土壤的盐碱度高,并
不肥沃。 这里属于亚热带与温带的交界处,气候多

变。 从生态自然条件来看,小岗村的土地和气候都

具有多变性特征。 岗丘的高地如果有充足的水源

灌溉,加上精耕细作,荒地也就变成良田;在岗丘改

成的田地里,既可种植水稻,也可种植旱季作物。
所以,小岗村的自然生态条件既说不上恶劣,也谈

不上良好,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的行动策

略。
就人文历史传统而言,小岗村所在的凤阳县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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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有名的地方。 如民间流传的花鼓小调唱道:
“说凤阳,道凤阳,凤阳本是个好地方。

自从出了个朱元璋,十年倒有九年荒。 大户人

家卖骡马,小户人家卖儿郎。 奴家没有儿郎

卖,身背花鼓走四方。冶
从这个民间小调可以析解出其中关于凤阳历

史特征的“深层意义冶:一是凤阳的自然条件其实

是良好的;二是频繁战乱和灾荒让这里百姓陷入贫

困的绝境;三是花鼓和逃荒成为穷人求生的技能和

策略。 小岗村家户和人口规模的起伏变化,反映的

就是这里农民的遭遇和生存策略。 经历诸多战乱

和灾荒的历史,这里的农民也学会了逃荒的策略,
而逃荒策略注重的是各自利用自己的资源和智慧,
独立行动,也就是“大难临头各自飞冶的策略。

无论从自然生态特征,还是从人文历史传统来

看,小岗村农民更具有个体主义的倾向。 笔者在小

岗调查时,一些年轻的农民回忆到他们的父辈几乎

家家户户都有各自的“绝活冶或“绝技冶,在这里,个
体的农民其实有着特殊创造力和适应环境的生存

策略。[9]43所以,个体主义取向与行动策略就是小

岗人的特点,因而也就是小岗的村庄特质。 小岗村

的出名,并被建构为中国农村改革的典型,与小岗

村的这一特质有着密切的关联。
小岗村从一个贫穷的小村庄变成名声远扬的

中国农村改革发源地。 通过笔者在小岗村对农民

的访谈,似乎能感受当地农民倾向于认为他们就是

农村改革的发明创造者。 确实,小岗村因他们对农

业集体经营制度的反抗,暗地里采取分田单干的集

体行动而被建构为农村改革的典型和榜样。
那么,小岗村农民为何要反抗农业合作化与集

体经营制度呢? 他们的这种反抗行动为何会被建

构成农村改革的典型呢?
据小岗村农民回忆,他们在合作化以前的生产

和生活都很好,并不愿加入合作社,直到 1955 年,
被批成“小脚女人冶后才被强行并入合作社。 经过

“大跃进冶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加上三年自然灾害,
小岗村从 34 户锐减至 10 户,主要因为饥荒导致绝

户和向外逃荒。 这一惨痛的结果至少反映出农业

合作化运动和集体经营制度在小岗是不适合的、行
不通的。 但是,由于这又是国家政治路线和基本政

策,小岗农民不得不在集体里“煎熬冶。
在集体经济时代,小岗村是出名的“三靠村冶,

即生产资金靠贷款,吃粮靠返销,生活靠救济。 小

岗农民记忆深刻的一年是夏粮收获后一个人口只

分到 7 斤小麦的口粮,他们还用顺口溜嘲笑那时的

农业集体生产绩效:“种二十,收十八,不用镰刀用

手拔。冶即收成比投下的种子还要少,反映出集体

经营的效率是负的。
为何人民公社化运动和集体经营制度在小岗

村产生与大寨截然相反的结果呢? 反思这一问题,
会有助于我们可以理性地看待农村典型,更重要的

是,让我们认识到国家政策与村庄特质之间的关系

及效应。
集体经营制度之所以在小岗村显现出负效率,

与小岗村强烈的个体主义取向的村庄特质有着较

大程度的联系。 在集体生产中,农户及社员之间有

着被他们称为“捣冶的行为倾向,即捣乱、相互拆台

与不合作的特点。 在分田单干前夕,小岗村 20 户

人家,就分成 8 个组。 其中第 6 组由严家琪、严俊

昌和严美昌三户父子组,三户劳力数基本相等(2
个),所以就不记工分,但是干了没多久,大家都说

自己吃亏了。[10]小岗村也曾尝试更换集体领导,几
乎每户都有人当过队长,但农业生产都没搞好。 所

有这些充分反映出集体生产在小岗村根本没有社

会文化基础,强制推行这一制度使村内的社会关系

变得更加复杂和紧张。
尽管上级政府不断向小岗村派去蹲点干部,指

导并督促集体生产,但是这种外界力量嵌入村庄之

后,不仅不能修复村庄的自然社会关系,而且还加

剧了村内关系的失衡。
在小岗村,正是采用各种办法都无法解决集体

生产中的矛盾和无效率问题时,在国家政策不变的

背景下,小岗农民面临着两种选择:一是延续集体

生产中的纷争,继续承受温饱问题的困扰;二是反

抗政策,分田单干,告别集体纷争和饥饿的困扰。
1978 年秋后的一个晚上,小岗生产队 18 户(2

户单身户未参加)户主被召集在一起开会,商讨他

们的前途选择问题。 一是迫于小岗集体生产上不

去,温饱问题解决不了的残酷现实,二是因为农民

也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嗅到冶改革开放的气息,所
以,他们作出了违反当时国家政策的选择,决定私

下分田到户,实行“大包干冶,并在“协定冶上共同按

下了鲜红手印。
小岗村之所以因私下协定拆散集体实行单干

而成为中国农村改革的典型,同样也有结构和建构

因素的作用。 在小岗村这个典型中,作为典型的原

型所具有的一些特质是其成为典型的基础。 小岗

村的特质主要包括:一是强烈的个体主义与反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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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向,也就是小岗村农民有很强的单干倾向,使得

集体生产无法改善;二是集体经济中的特困村,集
体化后小岗村沦为有名的“三靠村冶,备受政府关

注;三是特别的包干到户“协定冶,即小岗村 18 户

农民按下红手印的分田到户的私下协议。 这份特

殊的“协定冶既是他们行动的历史见证,又是社会

建构的良好素材。
历史地看,小岗村典型的建构过程主要与三个

因素有密切关系:一是改革开放的起始时期。 党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已成为历

史的潮流。 但是,各个领域究竟如何改革、改革的

效果究竟怎样,都需要基层实践的探索,也需要实

践来检验。 小岗村的实践正好为农业领域的改革

提供了一个典型、有力的榜样。
二是改革派的认可和支持。 小岗村之成为改

革典型,与时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的认可和支

持是分不开的。 要对实施 20 年的农业集体化政策

进行改革,在当时既有来自意识形态的压力,又有

来自实践方面的压力。 而作为致力于发展农业和

农业改革的地方政府领导,万里对小岗村农民勇于

改革而且实际上也改得很好的包干到户做法给予

了肯定和支持,并表示“批准干三五年冶。
三是中央媒体的传播。 1980 年后,有关安徽

省凤阳县农业生产丰收及农业生产责任制的报道

及通讯在党报及其它中央媒体上越来越多的出现,
这一方面是宣传和推动改革开放思想,另一方面也

让外界更多地了解到凤阳县小岗村。 随后,参观访

问小岗村的人随之增多。 当地政府在接待外来访

问者的同时,也就顺势将小岗村作为中国农村改革

典型而加以建构和向外推介。 此外,还有较多政治

和社会力量以视察、援助或投资的形式参与到典型

的建构之中。

三、两种农村典型结构—建构关系及

意义的比较

摇 摇 大寨和小岗是诸多农村先进典型中两个不同

类型,对这两类截然不同甚或对立的典型加以比较

分析,其意义在于让我们可以客观地认识和理解农

村典型及其产生的社会机理。
比较两类农村典型,并不是要评价和比较两个

典型优缺点,更不是去评论典型中的原型村庄的功

与过。 有学者将农村发展问题与农村典型中的原

型村庄联系起来,认为大寨的“小冶或“过冶主要有

“过于理想主义、缺乏实现有效合作的条件、苦干

而缺乏科学的精神、大寨精神缺乏人本理念冶;而
小岗村的“小冶或不足之处在于“没有体现合作的

优势、缺乏规则意识。冶 [11] 这样的评论缺乏学理分

析基础,有过于主观且明显价值判断之倾向,且还

有把农村典型与原型村庄、农村典型与农村政策问

题加以混淆之嫌,因而对农村典型的学术研究意义

不大。 对于原型村庄大寨和小岗来说,他们都是自

在的村庄,农民们所作出的事迹,首先是他们在特

定历史背景下生存与生活的行动选择,不存在

“功冶与“过冶的问题。 所以,分析和比较大寨和小

岗两种农村典型,需要从结构—建构的维度去析解

和理解原型与典型的关系,以及典型的社会建构机

制和象征意义。
表 1 从时空、事件和能动性三个维度来看两种

典型的原型结构及其主要构成,从时代需要、机构

和参与力量三个维度来分析典型建构的过程。 如

果我们把典型的类型、原型结构和建构过程综合起

来,或许就能历史地、中立地去理解两种典型的共

性与特质。
表 1摇 大寨和小岗农村典型的结构—建构关系比较

原型村庄 典型类型
原型结构

时空 事件 能动性

建构过程

时代需要 机构 参与力量

大寨 集体典型
1952—1964 年;
太行山西麓贫
瘠小山村

造 田、 水 利 建
设;灾后重建

大寨精神
大寨奇迹

农业集体化中
期;维护政策

村庄
地方政府
中央政府

政要
中央媒体
社会力量

小岗 个体典型
1955—1978 年;
淮河中游东南
岗丘小村

集体生产危机;
暗地分田到户
“协定冶

冒险改革
改革特效

改革转折期;
勇于改革

地方政府
行政力量
中央媒体

摇 摇 首先,在特定时空场域中,一个村庄及其农民

总会做出属于自己或具有自身特性的事情,他们的

主体性、独特性和能动性是客观存在的,构成农村

典型的结构基础,其中结构的特质和差异也就成为

典型类型形成的基础。 无论大寨还是小岗村,他们

的事迹都是特殊的、具有能动性的,具备了成为典

型的结构基础;同时,他们事迹的独特性决定了典

型的类型差异。
其次,农村典型的产生实际都是不同时代的社

会建构的产物,都满足了时代的政治需要。 在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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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化运动时期出现饥荒问题时,政治系统需要用

一种力量来增强农民对政策的信心,并试图找到继

续推行路线政策的方法,大寨人的精神和事迹符合

了这一时代需要和政治需要,于是大寨主要被动员

起来的政治力量建构为集体农业的典型。 大寨人

所具有那种团结合作、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传统,
在改革开放乃至近日依然得到继承和发扬,[12] 而

至于“农业学大寨冶运动及农业集体化政策造成的

问题,则是政治运动和政策本身的问题,责任并不

在大寨及其农民身上。 尽管大寨人的奇迹是不可

复制的,但大寨精神依然值得赞誉和欣赏。 同样,
小岗村农民无法合作和接受集体生产的政策,起而

抗之,通过改革以求生计。 这种行动与大寨典型截

然相悖,但却符合了改革转折时期的政治需要,从
而被建构为农村改革典型。

此外,农村典型的建构主要是对原型能动性的

建构与意义延伸。 大寨人通过集体的团结和艰苦

奋斗,确实取得了惊人的农业生产成就;小岗人通

过私下协定和分田到户,也确实彻底改变了集体生

产的困境,取得粮食生产大丰收。 然而,农村典型

的建构逻辑正好是反向的,即大寨和小岗村都成功

了,所以他们的做法或行动方式就是成功模式,需
要学习或模仿。 正是受典型建构逻辑的支配和影

响,“农业学大寨冶运动中的“大寨田冶“大寨工分冶
等做法也就成为模仿和复制内容,同样,拆散集体

也曾被一阵风地推进和模仿。
就农村先进典型的意义而言,无论个人还是社会

的发展,都会追求正向价值或成就,所以将取得突出

成就的村庄塑造为典型,并加以传播,在社会中会起

到激励、引导和示范的效应,因为典型的正能量或正

向价值具有可赞誉、可欣赏、可借鉴的意义。 但是,不
容忽视的事实是,如果对典型过度地演绎、过度地模

仿,或许还会产生负面性的后果;特别是用政治运动

或政策强制的形式,教条化地广泛复制典型,结果更

是适得其反,因为典型有值得学习之处,但绝不是普

遍可复制的。 正如大寨精神是值得学习的,但大寨是

不可复制的;小岗村的改革勇气可嘉,但小岗村是不

宜复制的。 大寨和小岗在精神特质和行动方式上可

以说是截然相对的,而他们主要以成功的行动结果而

成为农村典型,因此,如果把典型的行动方式去强行

推广和复制,也就避免不了在某些地方产生相反的结

果。 正如小岗人用《花鼓歌》唱出他们被强行模仿典

型的经历和遭遇:“碗当鼓,盘当锣,偷偷摸摸下南乡;
开口唱支《学大寨》,一声花鼓泪千行。冶[9]69

四、结论和余论:村庄特质与路径

选择问题

摇 摇 大寨和小岗两个村庄分别是集体化时代和改

革转折时代的农村典型,如今,作为榜样或典型虽

已成为了历史,但对典型建构的过程及意义的再认

识,或许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入地理解农民中国和中

国的“三农问题冶。[13]

大寨在农业合作化和集体化运动中,在村庄精

英陈永贵的带领下,借着运动的政治热情,发挥集

体主义和战天斗地的精神,开山造田、兴修水利,创
造了生产自救和灾后重建的奇迹。 大寨的精神和

事迹属于这个村庄及其农民,是独特的也是完整

的。 大寨的特质包括其时空场域、特定事件及特殊

能动性,构成了大寨这一集体典型的结构基础。 大

寨典型的建构过程与集体化运动时代的政策推行

高度结合起来,从而使得先进典型被形式化、教条

化地模仿和复制,典型的政治意义远远超出了社会

赞誉和参考意义。
小岗村因集体生产无法再继续维持下去,贫穷

和饥饿迫使 18 户农民私下达成包干到户的“协
定冶,以按红手印的方式宣誓告别生产队集体经

营,并取得了立竿见影的经济绩效,彻底解决了温

饱问题。 小岗农民的抗争行动是自发的也是特别

的,但他们的行动顺应了改革的时代潮流,从而被

逐渐建构为农村改革的典型。
大寨和小岗的村庄特质和行动方式呈现出截

然相对的特点,集体典型和改革典型也是相互对立

的。 如果先进典型的价值在于他们都获得了成就

的话,那么说明不同特质的村庄和不同的行动方式

都可以获得成功。 然而,农村典型建构的逻辑则是

对成功案例的某种方法或行动方式孤立起来加以

推广和复制,实际构成了一种典型的逻辑悖论,因
为村庄的特质是整体性的、独一无二的。 大寨和小

岗用他们特有行动方式获得成功,并不意味着其它

村庄用同样方式就能获得成功。
村庄特质的命题可引发我们对“三农问题冶解

决之道和中国农村发展路径选择问题的重新认识

和思考,既然每个村庄其实都有自己的特质,那么

这就意味着他们有各自特有的发展需求。 而如何

去满足这些需要,只有他们自己最清楚。 因此,在
大一统政策思维下去寻求“三农问题冶的解决,或
寻求理想化单一的农村发展道路,实际背离了村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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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质原则,而如强制推行单一化的政策路线,也就

难以避免给不适宜的地区带来相反的效果。 正如

在大寨可以取得惊人效果的集体经营制度,而在小

岗村就无法推进;小岗村的那种行为方式在大寨实

行也不一定有很好的效果。
田野工作者在农村调查时经常会听到农民反映:

“我们最期望的就是有好政策。冶那么,农民究竟需要

是什么样的好政策呢? 有没有一种理想的、“放之四

海而皆准冶的好政策呢? 如果我们把农民所说的好政

策理解成某些具体化、形式化的措施,或许就偏离了

农民的本意。 如果真有好政策的话,那绝非条条框

框,而是不给农民约束和限制,同时又能帮助、支持和

引导农民,让他们能够自主选择自己的生产生活方

式,能够自主选择自己的发展路径。 农村发展的历史

经验教训显示,让农民陷入困境的,往往就是那种试

图用一种想象的理想政策、用一种模式去改造所有的

农村,而不考虑村庄和农民自主选择意愿。 村庄是一

种自然与社会历史的连续统,每个村庄有着自己的特

质,因而真正理想的农村发展道路不可能只有一条,
而是多样的。[14]所以,塑造和建构农村先进典型,主要

功能在于弘扬典型的正面价值,而不宜形式化地模仿

和复制典型,更不宜用政治运动和政策形式强制推进

典型的复制。 同样,农村发展模式也是对发展经验中

的共性的概括和总结,只具有参考和借鉴意义,不可

以政策形式推行模式的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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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zhai Village and Xiaogang Village: A Recognition of Typical Rural
Construction and its Significance

LU Yilong

(School of Social and Population Studie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Abstract:Dazhai Village and Xiaogang Village used to be the rural models representing respectively the time of
collective economy and the time of reform and transition. The re鄄examination of the two opposing models with
their constructive processes and significance is intended to further our understanding of Chinese three rural is鄄
sues. Dazhai Village was politically constructed into an example of collective agriculture, while Xiaogang Village
was made into a model of rural reform due to resorting to contracted household farming when collective coopera鄄
tion failed. The two different action modes were both constructed as advanced examples, reflecting a paradox of
typical construction. Such a paradox enlightens us with the inherent nature of villages, and the basic principle of
rural development of respecting village and farmers autonomous choice. The rural model construction has a value
of value dissemination and should not be copied as a master copy.
Key words:Dazhai Village; Xiaogang Village; Village Model; Construction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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